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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探索与开发是优化组织创新能力结构的基本活动，现有研究多关注双元能力结构对绩效的影响效果，对二元张力协调机制的研究多集中于理论层面，尤其缺乏双元能力结构关系的前因探索与实证研究。基于创新能力结构视角，本文构建了跨界搜寻影响双元能力结构与绩效的协调机制，并以浙江、广东、山东地区的338个制造业企业样本，探讨了基于组织-技术维度的跨界搜寻对双元能力结构的影响，以及双元能力平衡与互动对企业财务与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研究表明，跨界搜寻是协调双元能力结构的关键举措，科技驱动型跨界搜寻对双元能力平衡与互动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品技术、共性技术导向跨界搜寻分别对双元能力平衡、互动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双元能力平衡与互动关系均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双元能力平衡却对财务绩效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双元能力平衡在科技驱动型跨界搜寻与企业绩效之间起部分或完全中介作用，双元能力互动分别在科技驱动型、共性技术导向跨界搜寻与创新绩效关系中起部分和完全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拓展了双元能力结构的协调机制与研究视角，丰富了中国情境下组织双元性领域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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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创新驱动是“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基本方针，也是企业优化技术能力结构、完善创新主体地位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以期弥补技术供给体系中的错位与缺位状况，提升企业共性技术与产品技术的研发能力，这也要求企业兼备开发既有产品、探索潜在技术的双元能力，实现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根本提升（朱桂龙，2012）。但是，由于双元能力需要差异化的知识基础、创新文化与战略情境，二者之间往往呈现出权衡性与嵌套性的张力关系（肖丁丁，2013），使得两类创新活动针对有限资源进行无序竞争，最终导致组织面临权衡与取舍悖论（March，1991）。因此，如何整合内外部创新资源、改善双元能力结构成为企业管理者关心的焦点问题。
面对上述困境，国内外学者尝试以双元性理论为基础，来破解有限性条件下探索与开发之间的资源瓶颈（Laursen，2012）。Duncan（1976）认为通过构建双元型组织（如结构、情境或领导双元）可以缓解二者在文化与架构方面的冲突；Jansen等（2012）归纳了“接受-分解-解决”的二元张力协调步骤，首先通过妥协或外取接纳悖论，然后利用时空情境分离来分解张力，最后通过重新配置资源或组织重构来化解二元张力的矛盾；臧金娟等（2012）从领导个体、组织与组织网络层面发现，领导者的网络扩展能力、组织资源柔性以及网络中心度影响着双元模式选择。与发达国家企业不同，利用外部科技资源是中国企业提升技术能力、融入开放式创新体系的必然选择，而基于时间、网络与空间等维度的搜寻行为成为企业吸收与转化外部知识的根本出发点，然而，跨界搜寻如何协调二元张力仍然是困扰企业管理者的难题，也缺乏针对性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与此同时，协调双元能力关系能否带来组织绩效的持续提升？理论分析发现，组织利用间断式或连续式均衡来规划科研活动，将产生较高的研发效率和创新绩效，特别是资源冗余度高、组织柔性强的企业，更能有效推动相互协同的创新活动（Stettner & Lavie，2014）；如果组织存在过度探索或开发行为，必然导致陷入路径依赖或核心刚性的困境，从而影响技术探索、市场开发的效果（Bertrand & Capron，2015）。从区域对比来看，Cao等（2009）发现探索与开发之间的平衡、互动关系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市场绩效，并且二者之间的协同效应也进一步提升了创新绩效；王凤彬等（2012）借鉴“地形”技术分析了二元平衡关系，发现探索与开发保持有机平衡的区域就是财务绩效取得局部或全局最优值的定义域，并给出了由不平衡、低能平衡转向高能平衡的演进路径。然而，杨学儒等（2011）发现企业成长阶段对双元平衡方式的影响存在差异，新创企业更适合间断均衡，而成熟企业多受益于连续均衡；He & Wong（2004）以马来西亚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双元创新策略的交互效应有利于提升企业市场份额，但二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却损害了公司财务绩效。因此，针对不同国家、行业、企业的研究结论差异较大，同样基于中国情境的实证研究也未能形成共识，双元能力结构关系的协调机制及其对影响效果仍需深入分析。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基于创新能力结构视角构建了跨界搜寻、双元能力结构与企业绩效的理论框架，并以广东、山东、浙江地区的338个企业样本，探讨了跨界搜寻协调二元张力的作用效果、及其对企业创新与财务绩效的作用路径。回答“基于组织-技术边界的跨界搜寻行为能否协调双元能力结构关系”、“双元能力的平衡与互动关系能否提升组织绩效”两个关键问题，将丰富动态能力、双元性领域的理论研究，并为现阶段企业创新能力结构改善、产业技术供给体系优化、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二、理论视角与假设推演
1.理论视角
开放式创新为企业提供了稀缺、互补的科技资源，从根本上打破了组织之间的资源壁垒。在该体系中，组织边界相对模糊、且可渗透，传统封闭式、独立式创新活动逐步趋向于开放式、网络化，企业广泛吸纳组织外部的资源禀赋，形成了以高校、科研院所、客户、供应商、行业协会等利益相关者为联结点的多主体创新模式（肖丁丁、朱桂龙，2016）。在技术能力偏弱的情境下，我国企业将长期依靠与学研机构的技术合作，通过跟踪前沿市场信息、孵化竞争前技术来规划研发策略，以构建适合后发企业的技术成长路径（朱桂龙，2012）。在此过程中，企业需要克服“非此地发明”与“非此地销售”的思维定势，充分利用外部异质性知识改善知识结构与水平，并为构建“二阶能力”提供互补性资产，成为开放式创新范式下优化创新能力结构、协调内外部资源的典型策略（Danneels，2008）。

创新能力结构是合作主体通过参与不同类型科研活动、而处于技术供给链不同职能环节的一种能力状态（肖丁丁，2013）。企业隶属于“技术王国”，受超额利润、垄断地位驱使而从事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并通过专利竞赛、商业秘密等方式独占竞争前技术（隋立祖等，2011），其搜寻目标定位于产品技术与应用性共性技术，以支撑其工艺改进、流程再造、以及产品测试等开发性活动；而学研机构隶属于“科学共和国”，以波尔象限、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为主，其供给技术具有较强的公共属性、平台属性（隋立祖等，2011），即为企业研发活动提供基础技术、基础性或者应用性共性技术。以硅谷模式为例，高校与公共实验室积累了丰富的前瞻性技术，而行业协会、专业会议等媒介提供了前沿理念与顾客信息，企业之间也可以开展关键共性技术的联合攻关，以推动不同领域、行业之间的技术融合（Laursen & Salter，2006），与之对应，企业通过与不同研发主体合作获得技术供给链上的异质知识，从高校、公共实验室获得基础技术与基础性共性技术，而从私人实验室、合作企业获得应用性共性技术与产品技术（Tassey，1991）。因此，组织跨界搜寻的目标与策略取决于其创新能力结构与水平，如何实现搜寻内容与主体的匹配，还受到产业环境与技术发展阶段的共同约束。
基于创新能力结构视角的剖析，为解构中国企业的合作创新策略、能力优化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即企业深度嵌入协同创新的技术供给体系，学研机构成为关键外部知识源，以期缩小技术势差、改善研发能力，同时，企业亟需私有属性较高的产品技术，更需要具备共性技术的整合与应用能力。基于此，本文将跨界搜寻定位于技术和组织两类边界，其中，基于技术边界可划分为共性技术、产品技术导向跨界搜寻，分别对应于技术供给链环节、私有化程度不同的两类技术；而基于组织边界可以划分为科技驱动型、市场驱动型跨界搜寻，分别定位于学研机构与行业协会、工业企业等不同社会属性的组织机构（肖丁丁、朱桂龙，2016），这与我国企业的技术层次、能力结构与要素禀赋等基础条件相匹配，从而体现为适合中国情景的“搜寻行为-能力结构-企业绩效”提升路径。
2.跨界搜寻与双元能力结构的关系
创新模式向一体化、网络化趋势演化，促进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多层次、多节点创新网络构建。从典型企业成长历程来看，广泛参与产学研合作是其获取前沿技术、市场信息与专业人才的关键途径，128公路高科技产业集群便是类似的典型实例。在科技体制改革之后，面对中国企业制造能力强、研发能力弱的困境，一部分高校、科研院所便长期担负起产业内/产业间共性技术的输出重任，与学研机构合作成为企业获得前沿技术、关键工艺的重要路径，对异质性机构的跨界搜寻行为直接导致了企业创新能力的结构变革，一方面，合作双方具有不同的职能定位与社会属性，相互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企业拥有技术独占、交易费用低等合作优势，能够有效弥补其资源不足与能力偏弱的缺陷，从而为协调二元张力奠定了基础（Lin等，2007）；另一方面，高校、产业研究所等公共平台注重竞争前技术的探索，这与企业技术需求与能力水平存在一定差距，从而迫使其增加技术辨识与整合方面的资源投入，有效推动了探索式与开发式创新活动的良性互动。由此可见，对学研机构的跨界搜寻行为能够最大程度利用异质资源的互补优势，成为企业提升技术水平、改善能力结构的重要路径。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企业从事科技驱动型跨界搜寻越多，组织内部的双元能力平衡状态越好。
H1b：企业从事科技驱动型跨界搜寻越多，组织内部的双元能力互动效果越好。
除了学研机构作为供给主体外，技术供给链中还包括供应商、制造商、领先客户等关键节点，这也是企业搜寻需求动向、技术趋势等信息的重要依托。Teece（1986）认为技术外溢内部化过程依赖于企业间的合作创新，与竞争对手合作的基础是双方在技术或资源方面存在互补性需求，并能充分发挥风险与成本共担的协同效应。供应商参与是企业实施跨界搜寻策略的重要方式，前沿产业供应商具有响应市场需求、跟踪技术动态的先天优势（Lopez-Vega等，2016），及时整合供应商知识可以降低产品研发支出、并快速响应客户需求，Wagner&Hoegl（2006）发现汽车行业中供应商参与不仅促进了产品革新，还改善了企业响应产业内动态竞争的主动性与敏感性，实现组织内不同类型创新模式的耦合协同。与此同时，领先客户对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感知相对敏感，是企业掌握需求趋势、发掘潜在客户的重要依托，Hippel（1998）发现忽视客户功能可能导致前景良好的创业项目或商业模式走向失败，究其原因在于缺乏及时追踪客户需求的竞争意识，从而与来自客户端的新模式、新设计失之交臂。总之，企业技术能力提升需要增加资源投入，更需要及时搜寻供应商、顾客等参与主体的市场信息，维持内部研发活动与技术能力的协调发展。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企业从事市场驱动型跨界搜寻越多，组织内部的双元能力平衡状态越好。
H2b：企业从事市场驱动型跨界搜寻越多，组织内部的双元能力互动效果越好。
基于技术边界的跨界搜寻侧重于不同层次技术的分类获取过程，并强调供给主体与搜寻策略的相互匹配（肖丁丁，2013）。根据A-U模型，产业技术创新过程需要经历变动阶段、过渡阶段和特定阶段，每个阶段所需的资源禀赋和知识类型存在较大差异，与之对应的搜寻内容、方式与效果也不尽相同。尽管跨越组织边界的搜寻行为填补了组织资源缺陷、提升了企业技术能力，但与典型跨国企业相比，后发国家企业在搜寻策略与目标定位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以至于技术转化率低、合作频次少、能力增长慢等问题突出。从供给侧来看，以学研机构为代表的供给主体热衷于研发竞争前技术，而疏于对共性技术的研发与供给，导致企业获取与转化共性技术的能力不足，与学研机构的合作创新长期停滞在产品技术层面，大大限制了其创新能力的提升路径；作为需求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并不突出，始终未能构建吸收基础技术、共性技术的能力体系，导致跨界搜寻的目标长期停留在专有技术层面，也限制了其创新能力结构改善、阻碍了协同关系向纵深方向延伸。可见，优化技术供求层次是提升企业技术能力的必要路径，强化基础性与应用性共性技术的整合将加快企业技术能力结构的优化进程，尽快确立企业在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肖丁丁，2013）。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企业从事共性技术导向跨界搜寻越多，组织内部的双元能力平衡状态越好。
H3b：企业从事共性技术导向跨界搜寻越多，组织内部的双元能力互动效果越好。
相对而言，产品技术是在共性技术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和衍生的具体技术形态（Tassey，1991），其作用在于优化生产流程、改进产品工艺，刺激企业研发与整合上游技术。产品技术导向的跨界搜寻突破了对现有技术的路径依赖，促使企业突破原有的技术轨道开发全新产品，对技术能力提升、产品系列优化的效果显著（Rosenkopf & Nerkar，2001）。Gupta等（2006）针对思科的研究发现，探索与开发行为在本质上存在共性，企业运营过程中探索与开发活动可以共存或互补，其前提条件是内部产业知识基础相对丰富，能够支撑既有产品系列、并对潜在技术领域有效延伸（肖丁丁，2013）。同时，技术资源是协调二元张力的基础要素，通过组织内外部资源的耦合协同寻求双元能力的互动与平衡，对竞争前技术的辨识与整合带动了企业内部研发，也刺激了企业深入探索技术供给链中的前沿知识，张文红等（2014）认为丰富的冗余资源与高度柔性的组织结构是技术-市场搜寻策略相互协同的基础条件。在技术能力偏弱的情境下，跨越技术边界的搜寻行为更加针对中国企业的能力结构问题，对应用型共性技术、产品技术的搜寻与整合将显著提升企业动态能力，弥合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供求差距，从根本上促进协同创新主体职能的重新界定。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a：企业从事产品技术导向跨界搜寻越多，组织内部的双元能力平衡状态越好。
H4b：企业从事产品技术导向跨界搜寻越多，组织内部的双元能力互动效果越好。
3.双元能力结构与绩效的关系
双元能力平衡是指企业在探索与开发活动之间相对平衡的资源配置，以保证组织内部双元能力水平的协调性，从而有效提升企业绩效（肖丁丁，2013）。如果企业过多侧重于某一种创新行为，将会受到路径依赖与核心刚性的限制，往往陷入过度开发或探索的“能力陷阱”。为了避免陷入两难境地，March（1991）认为企业应同时进行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并尽量寻求二者的平衡，从而避免无序竞争导致的低配置效率。
企业既要着眼于构建核心竞争优势，也要保证在短期内的获利规模与速率，过分偏重于探索活动将导致资源误置或利润流失，而过多强调开发活动将导致组织结构僵化或战略短视行为，只有二者之间有效平衡才能兼顾长期与短期利益（Levinthal & March，1993）。He & Wong（2004）以马来西亚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双元创新活动的内部匹配，不论处于平衡关系还是调节关系，都将显著改善企业的市场绩效。然而，两类创新活动对应不同的组织结构和文化，追求二者平衡需要高昂的成本，李忆、司有和（2008）认为探索式与开发式创新的平衡与互动并未显著提升企业绩效，从长远来看，双元能力平衡可以有效避免陷入能力陷阱、提升市场应变敏捷性，而协调二元张力的突破点在于冲破资源稀缺、能力有限的束缚，保证企业内部有类别多样、存量充足的资源支撑（Benner & Tushman，2015）。在此基础上，企业既可以维持短期的开发式创新，也能够兼顾长远布局的探索式创新，从而实现短期获利与长期利益的有效协调。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a：组织内部探索与开发能力的平衡状态越好，企业的创新绩效越高。
H5b：组织内部探索与开发能力的平衡状态越好，企业的财务绩效越高。
双元能力互动是指企业探索与开发活动均处于较高水平，对稀缺创新资源的竞争强度减弱，更多体现为不同层次技术能力之间的耦合与协同（肖丁丁，2013）。实现双元互动关系，要求企业具备丰富的创新资源和柔性的组织结构，能够将探索与开发活动维持在相互独立、彼此正交的创新体系中，从而寻求更高耦合度的能力结构关系（Eisenhardt & Martin，2000）。在没有资源门槛的情境下，双元能力互动将显著推动企业新产品开发进程，同时呈现出二者相互促进的杠杆效应。
动态能力理论认为，高强度开发活动可以促进知识内化、改善资源效率，并大大节省新产品设计与成果产业化的时间成本，例如，因特尔能够提前进入、并长期占据微处理器行业的领先优势，更多依赖于其在存储芯片领域的技术储备优势（Burgelman，2002）；同时，高强度探索活动则促进了现有营销网络的逐步完善，为优化服务流程或产品结构提供了互补性资产，例如，iPhone系列产品为苹果公司开辟了新的业务领域，并有效带动了相关产品与软件业务的协同发展（Cao等，2009）。从典型案例来看，郑晓明等（2012）系统分析了海底捞的成长历程，发现探索与开发之间的互动能够显著提升组织服务敏捷性，促进组织学习与能力改善在垂直、水平多个维度相互渗透，并进一步实现了内部隐性知识显性化的转化过程。由此可见，企业不断提升既有科技资源的利用率，为重塑能力结构的探索式创新提供了基础条件，同时，对开发式创新的优化有利于异质性知识的高度整合，从而推动新理念或新想法的商业化进程（Ferreras-Méndez等，2016）。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6a：组织内部探索与开发能力的互动效果越好，企业的创新绩效越高。
H6b：组织内部探索与开发能力的互动效果越好，企业的财务绩效越高。
既然探索与开发的平衡与互动关系能够打破能力陷阱、优化资源配置，同时追求两种状态将在组织内产生协同效应（Cao等，2009）。如前文所述，技术能力与资源禀赋是企业考虑同时开展探索与开发活动的必要条件，双元能力平衡或互动均能有效利用互补性或专有性资产，并兼顾开发既有知识、探索潜在技术的双重职能。但是，如果企业疏于推动开发式创新，则意味着处于吸收能力偏弱的非均衡状态，无法充分整合与开发现有创新资源，甚至将前沿技术闲置为冗余资源；同理，探索能力偏弱意味着企业无力改变或脱离现有技术轨道，只能反复利用现有知识与资源，勉强维持主导设计下的竞争地位与市场份额（Menguc & Auh，2008）。与之相反，在探索与开发水平较高的平衡状态下，企业不仅可以提升既有知识与资源禀赋的利用效率，将其内化于开发式创新过程，还具备将异质性知识整合到现有技术体系的吸收能力，从而实现创新能力结构的同步改善（Vagnani，2015）。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7a：企业同时追求双元能力平衡与互动关系将显著提升创新绩效。
H7b：企业同时追求双元能力平衡与互动关系将显著提升财务绩效。
综合上述假设，构建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跨界搜寻、双元能力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理论模型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三、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前期典型案例访谈为基础，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数据。在调查区域、行业类别、企业资质、填写人等方面设定了如下筛选标准：首先，样本企业应来自于协同创新基础良好、科技与经济融合程度较高的地区；其次，样本企业至少正常运营三年以上，并且属于具备一定研发资质的制造行业；最后，问卷需由熟悉企业运营情况，具备至少三年研发或管理经验的人员填写。基于上述准则，本文将山东、浙江和广东作为备选区域，考虑到回收时间、应答率等影响因素，采用政府科技部门代发、电子邮件、合作者代发与现场发放相结合的方式，累计发放问卷1934份，回收432份，其中有效问卷338份，有效回收率为17.48%。

根据Armstrong & Overton（1977）的非回应偏差检验方法，本文对比了最早的44份和最后的51份问卷，T检验表明样本数据不存在严重的非回应偏差。同时，本文采用反向编码、反复修正问项、匿名填写等方式规避共同方法偏差，后续Harman单因子测试显示，主成分分析所提取四个因子解释了69.3%的总变异量，其中第一个因子占33.16%，这也印证样本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在可接受范围（肖丁丁、朱桂龙，2016）。
2.变量测量
（1）跨界搜寻。由于搜寻策略与目标不同，跨界搜寻也存在差异化的测量方式。部分学者倾向于客观指标，例如，Katila（2002）采用专利数量、专利引用来表征跨行业边界的搜寻行为，而Laursen（2012）则采用外部知识源的广度与深度来衡量跨界搜寻，而Sidhu等（2007）将搜寻边界分为供给、需求和空间三个维度，并采用“区域运营熟悉程度”、“关注行业技术发展”等题项表征跨界搜寻，量表测量克服了客观数据的局限性，能够更准确、更直接地刻画搜寻行为。因此，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创新能力调查现状，对搜寻维度与内容做了情景化修正，分别采用“公司经常与学研机构联合培养人才”等九个题项、以及“创新联盟成员大多面临共性技术难题”等八个题项来刻画基于组织-技术边界的跨界搜寻（肖丁丁、朱桂龙，2016）。
（2）双元能力结构。现有文献多采用研发项目数、研发经费和专利申请数等指标衡量双元能力，与客观指标相比，量表能够清晰刻画潜变量，并且具有易操作、概括全面等优点，例如，He & Wong（2004）采用“开拓新市场”、“引入新产品”等描述探索活动，Jansen等（2012）用“提高生产柔性”、“降低产品成本”等描述开发活动。结合专家建议与访谈情况，本文采用“发现潜在市场机会”等三个题项刻画探索能力，采用“定期改进现有产品或服务”等三个题项表征开发能力（肖丁丁、朱桂龙，2016）。后续借鉴Cao等（2009）的处理方式，用双元能力的绝对差值来刻画平衡关系，差值越高表明双元能力的平衡状况良好；而用二者的乘积项表征互动关系，数值越大说明双元能力的互动效果越显著。

（3）绩效。本文侧重于考查企业的创新绩效与财务绩效，创新绩效是企业工艺改进、流程优化与产品创新的直接反映，通常用开发新产品、专利申请量等指标来表征，借鉴Lin等（2007）研究，本文采用“专利数量”、“新产品数量”等三个题项进行测量；财务绩效是品牌认知度、产品盈利能力的集中体现，一般通过利润增长率、投资回报率等来衡量，参考Chen等（2011）研究，本文采用“销售收益率”、“资产回报率”等四个题项来测量。
3.信度与效度
在信度方面，跨界搜寻、探索能力、开发能力、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的(值分别为0.863、0.841、0.815、0.917、0.897，均大于0.70，表明本文所用量表是可靠的。为了确保内容效度，在正式发放前经过了企业访谈、问卷预测试等环节，并聘请本领域的小同行专家、长期参与研发活动的企业管理者参与问卷的开发与修正工作，以确保量表的每个题项能够准确反映构念的真实内涵，并且填写者不会产生任何误解。同时，本文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建构效度，由表1可知，各项指标均达到适配标准，表明量表的建构效度具有较高真实性。
表1                                      各变量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变量
	标准因素负荷量
	信度系数
	测量误差
	组合信度
	平均变异量抽取值

	跨界搜寻
	
	
	
	
	

	SS1：与高校联合培养人才
	0.769
	0.618
	0.382
	0.796
	0.648

	SS2：与政府交流产业政策
	0.745
	0.662
	0.338
	
	

	SS3：向研究机构咨询技术趋势
	0.767
	0.625
	0.375
	
	

	SS4：关注技术标准、专利信息
	0.749
	0.613
	0.387
	
	

	MS1：及时跟踪供应商信息
	0.816
	0.743
	0.257
	0.879
	0.713

	MS2：关注竞争者战略变化
	0.863
	0.766
	0.234
	
	

	MS3：吸纳行业协会/商会信息
	0.874
	0.769
	0.231
	
	

	MS4：采用咨询公司提供的信息
	0.822
	0.725
	0.275
	
	

	MS5：参加设计或产品交流会
	0.857
	0.737
	0.263
	
	

	GT1：通过公共平台了解共性技术发展
	0.846
	0.759
	0.241
	0.852
	0.706

	GT2：参与政府发起的共性技术攻关项目
	0.871
	0.760
	0.240
	
	

	GT3：联盟内成员面临共性技术难题
	0.796
	0.628
	0.372
	
	

	GT4：参加企业发起的共性技术研发计划
	0.782
	0.611
	0.389
	
	

	PT1：合作创新目标为工艺流程改进
	0.890
	0.762
	0.238
	0.894
	0.743

	PT2：技术中心以产品检测、改良为主
	0.872
	0.763
	0.237
	
	

	PT3：营销与研发部门及时沟通产品信息
	0.851
	0.730
	0.270
	
	

	PT4：工程师改良产品能力突出
	0.753
	0.693
	0.307
	
	

	探索能力
	
	
	
	
	

	ER1：探索新产品或服务
	0.843
	0.718
	0.282
	0.853
	0.701

	ER2：发现潜在机会
	0.807
	0.686
	0.314
	
	

	ER3：利用新渠道
	0.826
	0.703
	0.297
	
	

	开发能力
	
	
	
	
	

	EI1：拓展新客户
	0.856
	0.721
	0.279
	0.861
	0.689

	EI2：改进现有产品与服务
	0.793
	0.645
	0.355
	
	

	EI3：改善现有工艺或流程
	0.775
	0.633
	0.367
	
	

	财务绩效
	
	
	
	
	

	FP1：销售收益率
	0.914
	0.824
	0.176
	0.920
	0.765

	FP2：资产回报率
	0.895
	0.753
	0.247
	
	

	FP3：总资产周转率
	0.916
	0.808
	0.192
	
	

	FP4：销售额增长率
	0.907
	0.796
	0.204
	
	

	创新绩效
	
	
	
	
	

	IP1：专利数量
	0.912
	0.831
	0.169
	0.924
	0.770

	IP2：新产品数量
	0.856
	0.736
	0.264
	
	

	IP3：研发项目数量
	0.879
	0.740
	0.260
	
	

	适配指标
	0.50-0.95
	>0.50
	
	>0.60
	>0.50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四、假设检验
1.描述性统计
本文运用SPSS对跨界搜寻、双元能力平衡、双元能力互动、创新绩效、财务绩效进行描述性统计，得到各个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1.科技驱动型跨界搜寻
	4.44
	1.29
	1.000
	
	
	
	
	
	
	

	2.市场驱动型跨界搜寻
	4.65
	1.24
	0.412**
	1.000
	
	
	
	
	
	

	3.共性技术导向跨界搜寻
	5.57
	0.85
	0.272**
	0.353*
	1.000
	
	
	
	
	

	4.产品技术导向跨界搜寻
	5.61
	0.91
	0.181*
	0.216**
	0.141**
	1.000
	
	
	
	

	5.双元能力平衡
	4.39
	0.76
	0.033
	0.031*
	0.016**
	0.035*
	1.000
	
	
	

	6.双元能力互动
	5.16
	0.78
	0.232*
	0.193**
	0.076*
	0.001*
	0.608
	1.000
	
	

	7.财务绩效
	5.64
	1.03
	0.011*
	0.008*
	0.038**
	0.642*
	0.045*
	0.060**
	1.000
	

	8.创新绩效
	5.56
	0.98
	0.054**
	0.029*
	0.036**
	0.395*
	0.014*
	0.093**
	0.455*
	1.000


注：N=338，**表示p<0.01，*表示p<0.05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2.回归分析
考虑到样本容量、变量形式、控制变量差异与研究假设的特殊性，尤其是双元能力结构为标准化后的处理数据，并且要进一步检验双元平衡与互动乘积项的影响效果，为保持检验方法的统一性，本文将不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假设，而是采用Aiken&West（1991）提出的多元分层回归来检验变量之间的直接影响与交互效应，该方法依次将控制变量、自变量、以及乘积项代入回归模型，能够步骤清晰、准确直观地呈现检验结果，为本文后续的分析讨论提供数据基础。
首先对跨界搜寻与双元能力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如表3所示）。从检验结果来看，与基础模型1-1、2-1相比，调整后模型1-2、2-2的系数R2均有显著增加（△R​​2分别为0.308和0.320），从而表明调整后模型比基础模型具有更合理、充分的解释程度。具体来看，以双元能力平衡为因变量的模型中，科技驱动型跨界搜寻与双元能力平衡存在正相关关系（(=0.129，p<0.001），即企业从事该类搜寻行为的活动越多，组织内部探索与开发活动的平衡效果越好，假设H1a得到支持；假设H4a假定企业越多采取产品技术导向的跨界搜寻行为，越有利于组织双元能力的平衡效果，模型1-2的统计结果表明产品技术导向跨界搜寻与双元能力平衡之间呈正相关关系（(=0.130，p<0.001），表明假设H4a获得支持。以双元能力互动为因变量的模型中，科技驱动型跨界搜寻与双元能力互动存在正相关关系（(=0.175，p<0.001），即企业从事该类搜寻行为的活动越多，组织内部探索与开发活动的互动效果越好，假设H1b得到支持；假设H3b假定企业越多采取共性技术导向的跨界搜寻行为，越有利于组织双元能力的互动效果，模型2-2的统计结果表明共性技术导向跨界搜寻与双元能力平衡之间呈正相关关系（(=0.288，p<0.01），表明假设H3b获得支持。
另外，假设H2a和H2b未得到验证，即市场驱动型跨界搜寻对双元能力结构改善的影响并不显著，究其原因在于，双元能力平衡与互动需要企业储备足够的知识基础，实现对异质性创新资源的充分整合，而依靠市场驱动的创新活动往往停留于技术供给链下游，无法实现基础技术、共性技术等研发能力的根本提升，从而使企业呈现制造能力强、研发能力弱的非均衡状态，产业发展也面临着逆向技术成长路径，这也是H4b未能得到验证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中国企业技术能力结构缺陷的直观体现。共性技术导向跨界搜寻对双元能力平衡的影响效果不显著，即假设H3a未获得支持，共性技术兼顾公共与私有两个方面属性，对应于技术供给链的不同发展方向，同样面临资源配置、思维方式等特征差异，可能会加剧二元张力的竞争关系，甚至破坏双元能力的平衡状态（肖丁丁，2013）。
表3                                         分层回归分析结果一
	变量
	双元能力平衡
	双元能力互动

	
	模型1-1
	模型1-2
	模型2-1
	模型2-2


	常数项
	5.283***
	5.072***
	4.492***
	4.458***

	公司规模
	0.146**
	0.272
	0.210***
	0.223

	成立年限
	0.215**
	0.173*
	0.114**
	0.108*

	所属行业
	0.204**
	0.241
	0.105**
	0.234

	科技驱动型跨界搜寻
	
	0.129***
	
	0.175***

	市场驱动型跨界搜寻
	
	0.124
	
	0.183

	共性技术导向跨界搜寻
	
	0.265
	
	0.288**

	产品技术导向跨界搜寻
	
	0.130***
	
	0.107

	R​​2
	0.172
	0.480
	0.147
	0.467

	△R​​2
	--
	0.308
	--
	0.320

	Adjusted R​​2
	0.170
	0.479
	0.142
	0.463

	F
	9.306***
	6.285***
	9.519***
	5.840***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本文进一步对双元能力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进行了检验（如表4所示）。从检验结果来看，与基础模型3-1、4-1相比，调整后模型3-2、4-2的系数R2均有显著增加（△R​​2分别为0.109和0.124），从而表明调整后模型比基础模型具有更合理、充分的解释程度。从具体模型来看，以财务绩效为因变量的模型中，双元能力平衡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0.477，p<0.001），即企业同时追求探索与开发能力之间的平衡，将不利于组织财务绩效的显著提升，即假设H5b未获得支持，财务绩效提升是双元能力平衡的间接结果，而协调二元张力必然带来运营、研发与市场成本上升，甚至抵消双元能力平衡的直接收益，而在短期内呈现负向影响效果；假设H6b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双元能力互动提升市场绩效的效果并不理想，这与企业技术能力水平和层次偏低有直接联系，进一步抑制了其市场与财务绩效的显著提升。以创新绩效为因变量的模型中，双元能力平衡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0.272，p<0.001），即企业同时追求探索与开发能力之间的平衡，将有利于提升组织创新绩效，假设H5a得到支持；同时，假设H6a认为探索与开发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利于改善企业创新绩效，模型4-3的统计结果表明双元能力互动与创新绩效之间呈正相关关系（(=0.151，p<0.01），表明假设H6a获得支持。
此外，虽然模型3-3、4-3的拟合系数F值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0.001），但是新增加的交叉项（BD×CD）对模型3-2、4-2的解释程度改善极少（△R​​2分别为0.001和0.000），不能充分表明交叉项对因变量的贡献程度，即H7a和H7b未得到验证。这与Cao等（2009）结论不同，其原因可能是研究样本与变量测量的差异，高科技企业具备更优的能力水平与结构，能够充分展现双元互动与平衡的优势，而针对普通制造业企业的提升效果则不太理想，同时，本文将公司绩效细分为财务与创新绩效，也可能会分散双元能力关系的整体作用效果，但也更加客观地反映了企业技术能力结构、及其影响程度的真实状况。
表4                                         分层回归分析结果二
	变量
	财务绩效
	创新绩效

	
	模型3-1
	模型3-2
	模型3-3
	模型4-1
	模型4-2
	模型4-3

	常数项
	1.069***
	2.256***
	2.279***
	1.035**
	1.533***
	1.492***

	公司规模
	0.109***
	0.055*
	0.054*
	0.040
	0.055
	0.056

	所有制属性
	0.353***
	0.370***
	0.370***
	0.854***
	0.918***
	0.918***

	所属地区
	0.598**
	0.742**
	0.743**
	0.009
	0.010
	0.012

	双元能力平衡（BD）
	
	-0.477***
	-0.476***
	
	0.272***
	0.271***

	双元能力互动（CD）
	
	0.037
	0.036
	
	0.151**
	0.149*

	BD×CD
	
	
	-0.001
	
	
	0.002

	R​​2
	0.404
	0.513
	0.513
	0.382
	0.506
	0.507

	△R​​2
	--
	0.109
	0.000
	--
	0.124
	0.001

	Adjusted R​​2
	0.401
	0.508
	0.508
	0.379
	0.501
	0.500

	F
	130.026***
	120.541***
	100.300***
	118.536***
	78.437***
	65.293***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3.中介效应检验
以上述关系为基础，本文参考温忠麟等（2005）的研究设计，完整分析跨界搜寻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并重点检验双元能力结构的中介效应。从表5来看，双元能力平衡在科技驱动型跨界搜寻与财务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其实现路径为：科技驱动型跨界搜寻→双元能力平衡→财务绩效。从表6来看，双元能力平衡在科技驱动型跨界搜寻与创新绩效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其实现路径为：科技驱动型跨界搜寻→双元能力平衡→创新绩效。综上，双元能力平衡在跨界搜寻与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得到了部分支持。
表5                     双元能力平衡在跨界搜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
	步骤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值
	成立条件

	步骤一
	自变量
	因变量
	(1-1(1-2
	回归系数(1显著

	
	科技驱动型跨界搜寻
	财务绩效
	-0.033
	

	
	产品技术导向跨界搜寻
	
	0.690***
	

	步骤二
	自变量
	中介变量
	(2-1(2-2
	回归系数(2显著

	
	科技驱动型跨界搜寻
	双元能力平衡
	0.016
	

	
	产品技术导向跨界搜寻
	
	2.254***
	

	步骤三
	自变量
	因变量
	(3-1(3-2
	1.回归系数(4显著；

2.β1＞β3；

3.β3不显著，完全中介效应成立；β3显著，部分中介效应成立。

	
	科技驱动型跨界搜寻
	财务绩效
	-0.031
	

	
	产品技术导向跨界搜寻
	
	0.410**
	

	
	中介变量
	
	(4
	

	
	双元能力平衡
	
	-0.124**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表6                      双元能力平衡在跨界搜寻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
	步骤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值
	成立条件

	步骤一
	自变量
	因变量
	(1-1(1-2
	回归系数(1显著

	
	科技驱动型跨界搜寻
	创新绩效
	0.063***
	

	
	产品技术导向跨界搜寻
	
	0.709*
	

	步骤二
	自变量
	中介变量
	(2-1(2-2
	回归系数(2显著

	
	科技驱动型跨界搜寻
	双元能力平衡
	0.016**
	

	
	产品技术导向跨界搜寻
	
	-2.254
	

	步骤三
	自变量
	因变量
	(3-1(3-2
	1.回归系数(4显著；

2.β1＞β3；

3.β3不显著，完全中介效应成立；β3显著，部分中介效应成立。

	
	科技驱动型跨界搜寻
	创新绩效
	0.057
	

	
	产品技术导向跨界搜寻
	
	0.862
	

	
	中介变量
	
	(4
	

	
	双元能力平衡
	
	0.068**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双元能力互动在科技驱动型跨界搜寻、共性技术导向跨界搜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从表7来看，双元能力互动在科技驱动型跨界搜寻与创新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其实现路径为：科技驱动型跨界搜寻→双元能力互动→创新绩效；同时，在共性技术导向跨界搜寻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中，双元能力互动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其实现路径为：共性技术导向跨界搜寻→双元能力互动→创新绩效。因此，双元能力互动在跨界搜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得到了部分支持。
表7                    双元能力互动在跨界搜寻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
	步骤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值
	成立条件

	步骤一
	自变量
	因变量
	(1-1 (1-2
	回归系数(1显著

	
	科技驱动型跨界搜寻
	创新绩效
	0.064**
	

	
	共性技术导向跨界搜寻
	
	0.289***
	

	步骤二
	自变量
	中介变量
	(2-1(2-2
	回归系数(2显著

	
	科技驱动型跨界搜寻
	双元能力互动
	0.091**
	

	
	共性技术导向跨界搜寻
	
	0.071***
	

	步骤三
	自变量
	因变量
	(3-1(3-2
	1.回归系数(4显著；

2.β1＞β3；

3.β3不显著，完全中介效应成立；β3显著，部分中介效应成立。

	
	科技驱动型跨界搜寻
	创新绩效
	0.061*
	

	
	共性技术导向跨界搜寻
	
	0.287
	

	
	中介变量
	
	(4
	

	
	双元能力互动
	
	0.032***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4.结果讨论
（1）基于组织-技术边界的跨界搜寻：协调双元能力结构关系的外部补偿机制。现有研究大多认可学研机构对提升企业技术能力、弥补组织资源约束的互补作用，却未考虑不同维度跨界搜寻行为对组织能力结构的差异影响（肖丁丁、朱桂龙，2016）。本文检验了科技驱动型跨界搜寻对双元能力平衡、互动关系的正向影响，揭示了高等院校、行业研究所等公共研发平台对企业技术能力结构的影响机制。一方面，作为企业“外取”互补性资产的重要途径，整合学研机构创新资源有利于弥补组织内部的知识势差（Laursen，2012），通过有效协调探索与开发活动中的科技资源配置，缓解由此引致的二元张力，从而保持内外部协调下的双元平衡状态；另一方面，在技术势差长期存在的前提下，高校、科研院所等技术供给主体将为企业提供前沿的基础技术与共性技术，从结构上弥补了企业制造能力强、创新能力弱的非均衡现状，同时冲击了企业以产品技术为主的知识结构，从而达到新旧知识融合的效果，即促成企业探索与开发式创新互动的局面。与之相反，由于知识属性存在差异，市场驱动型跨界搜寻侧重于潜在客户需求、设计趋势等市场信息，企业既有技术能力无法将其转化为主导产品设计，仅能据此进行渐进性工艺改进，从而在创新分布的外围领域占据一定优势，山寨产品便是典型事例。
区别于时间、产业、地理等边界的搜寻行为，本文基于技术发展过程分为共性技术导向和产品技术导向跨界搜寻行为。研究发现，共性技术导向跨界搜寻明显促进了探索与开发之间的互动效果，而产品技术导向跨界搜寻对于双元能力平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差异效果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间吸收能力水平不同，限制了其搜寻与转化不同层次知识的效率，进一步陷入非平衡结构下的能力陷阱（Levinthal & March， 1993）。以搜寻共性技术为主的企业，自身具备较高水平的吸收能力，能够独立研发与转化共性技术，并参与技术供给链上下游的创新活动，从而维持组织内部探索与开发活动的有序互动；而产品技术导向搜寻行为则定位于获取产品技术、平台技术等专有技术，寻求对现有产品系列与技术体系的渐进性改进，保证企业在短期内获得稳定的财务与市场绩效，避免了组织过分注重探索式创新而导致的核心刚性，从而维持组织内部探索与开发式创新的平衡状态。尤其在动态环境中，市场需求变动和技术革新周期相对较快，跨界搜寻行为能够帮助企业识别技术发展趋势，提升组织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与敏感性，并促使企业针对性调整研发活动的重点，从而保证企业探索与开发能力、长期与短期绩效的协调。
（2）组织双元能力的平衡与互动：持续提升企业绩效的内部适应机制。与Jansen等（2012）观点一致，通过外取、职能分离、情境分离等方式维持双元能力结构关系有利于提升组织创新绩效。双元能力处于平衡状态时，一方面反映了企业科技资源配置的合理性，避免了二者无序竞争所引致的低配置效率，有利于企业灵活安排不同层次的研发活动，从而保持企业内部处于最优能力结构；另一方面则说明组织长、短期战略的匹配性，开发是对既有知识与资源的深度利用，而探索侧重于对新技术、新知识、以及潜在机会的尝试性拓展，二者平衡是组织内部一阶能力与二阶能力相互协同的重要体现（Soetanto & Jack，2016）。在此基础上，企业更容易发挥双元能力互动的协同效应，探索与开发能力不仅具有自我增强的性质，二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动效果。从资源视角来看，二者互动是对组织创新资源、冗余资源的再配置过程，缓解探索与开发式创新之间的资源竞争；从能力视角来看，探索与开发能力分别隶属于动态能力的不同层次，对应于同一组织内部不同水平、结构的创新活动，二者互动过程对于完善组织能力结构、提升整体能力水平具有促进作用。
然而，双元能力结构与财务绩效的相关假设均未得到验证，相反得到双元能力平衡负向影响财务绩效的研究结论，这与He & Wong（2004）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结合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现实情境，可能存在以下原因：首先，大多数企业没有充裕的科技资源，对研发强度的过高追求将带来潜在的财务风险，迫使企业安于渐进性改进的保守现状；其次，囿于自身技术能力水平限制，企业在协调双元能力过程中投入了过多资源，以透支资源为代价换来能力结构的相对平衡；最后，面对愈发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国企业在战略层面很难兼顾探索与开发式创新策略，而是选择相对稳妥的模仿、集成创新方式，继续承受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高财务风险的生存压力。基于此，本文未能验证Cao等（2009）研究中双元能力平衡与互动关系的协同效应，即现阶段中国企业不适合同时追求双元能力的平衡与互动状态，而应在合理利用外部资源、巩固既有能力基础上，通过间断或情境均衡形式寻求能力与绩效的渐进提升，避免陷入过度开发或探索的能力陷阱。
（3）双元能力结构的中介作用：联结全面创新管理流程的关键过渡环节。现有研究大多检验双元能力平衡或互动对组织绩效的直接影响，对双元能力结构的中介效应仅停留在理论阐述层面，比如，臧金娟等（2012）基于跨层视角研究了双元型组织的运作机制，认为平衡型与组合型双元结构在领导者网络拓展能力、组织资源柔性、网络中心度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时，组织搜寻领域的相关研究侧重于论证跨界搜寻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忽视了对二者之间中介变量的深入挖掘。为弥补上述不足，本文在借鉴Laursen（2012）基础上，尝试性探讨双元能力结构在跨界搜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并发现了如下作用路径：（1）科技驱动型跨界搜寻→双元能力平衡→财务绩效；（2）科技驱动型跨界搜寻→双元能力平衡→创新绩效；（3）科技驱动型跨界搜寻→双元能力互动→创新绩效；（4）共性技术导向跨界搜寻→双元能力互动→创新绩效。
尽管上述路径的中介效果不同，但在发现双元能力结构完全或部分中介作用的同时，也验证了“跨界搜寻是协调双元能力结构、提升组织绩效的前因变量”这一重要结论。该中介机制不仅反映了企业创新能力结构的外因问题，也进一步体现了组织各部门间的协调状况。在动态环境下，企业依靠外取方式获得互补性创新资源，识别目标资源则需要营销、研发等部门相互协同，从而保证以最低交易成本获得最优科技资源；对目标知识的整合过程不仅限于研发部门的职能范围，同时要有设计、制造、质检部门共同参与，并受到财务部门的预算约束；直到产品中试、生产阶段，研发部门仍然要实时应对制造、营销等部门的反馈意见，以保证新产品尽快被潜在客户群接受，从而带来可观的财务绩效。上述创新流程反映了组织内部技术能力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匹配过程，企业通过协调探索与开发活动实现对外部搜寻资源与自身运营惯例的重构，促使企业技术能力结构从稳定状态过渡到动态协调状态，以提升组织应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为构建长期竞争优势奠定基础。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探讨了现实情境下跨界搜寻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并厘清了双元能力结构在二者关系中的影响机理，具体体现为：第一，尽管大多数学者关注双元能力的平衡状态及其对绩效的影响，却较少归纳协调双元能力结构关系的前因变量并实证检验。本文借鉴“外取”思想解决二元张力悖论，将跨界搜寻作为协调双元能力结构的重要方式，发现了跨界搜寻协调探索与开发之间结构关系的内在机理，从而揭示了组织-技术维度跨界搜寻行为对双元能力结构的差异影响，拓展了组织搜寻理论中二元张力的协调机制；第二，以往研究注重双元平衡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却忽视了双元互动及其对不同类型绩效的作用效果。本文综合考虑了双元能力结构对创新、财务绩效的影响，发现其提升企业绩效的内部适应机制，厘清了双元平衡与互动正向影响创新绩效、而追逐平衡状态负向影响财务绩效的关系，繁衍了关于双元性的理论研究成果；第三，许多研究指出，双元能力的连续或者间断均衡对组织绩效存在直接影响，本文进一步发现，双元平衡、互动关系在跨界搜寻与绩效关系中存在完全（或部分）中介作用，组织能力结构状态在外部资源利用效果、内部绩效优化类别方面存在差异，丰富了双元能力结构协调路径与作用效果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政府积极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背景下，上述研究结论对企业自身和相关政府部门均具有一定启示作用：（1）跨界搜寻是协调双元能力结构关系的外部补偿机制，尤其在资源有限、能力势差约束下，对于参与合作创新的企业，更应清楚合作动机与搜寻目标的层次性、准确性，通过产品技术导向、科技驱动型跨界搜寻平衡二元张力，而注重共性技术导向、科技驱动型跨界搜寻对双元能力协调的促进作用；（2）对于后发企业而言，兼顾双元能力难以实现提升创新与财务绩效的双赢局面，需要组织寻找双元能力的最优平衡点，强化双元能力结构改善对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同时规避双元平衡过程中引致的财务风险，从而构建起协调职能部门、内外部合作、以及长短期目标关系的自适应机制；（3）开放式创新是组织协调二元张力悖论的重要途径，但不同维度搜寻行为作用于双元能力结构的效果与路径存在差异。基于组织-技术边界的跨界搜寻解决了能力陷阱与资源门槛的困境，弥合了供求体系中共性技术、产品技术甚至基础技术的能力差距，从根本上促进了合作创新主体职能的重新界定，成为企业能力结构优化、绩效持续提升的必要条件。
诚然，本文也存在如下研究局限：第一，研究视角方面，本文解析的创新能力结构仅包括科技与市场信息、产品技术与共性技术，后续研究可以考虑把共性技术细分为基础性与应用性共性技术，并检验其对双元能力与结构的影响效果，这将丰富创新能力结构视角，并可能得到更富启发性的结论；第二，维度划分方面，本文只关注了跨越组织与技术维度的搜寻行为，未能考虑时间、空间、认知、供应链等搜寻边界，未来可尝试两个或三个维度的组合搜寻行为，将更全面、更准确地刻画中国情境下的跨界搜寻内涵；第三，研究框架方面，本文仅考虑了协调双元能力结构的前因与结果变量，没有引入情境要素分析差异影响效果，后续可加入反映中国情境的制度距离、开放度等作为调节变量，相信会得到更有意义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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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Boundary-spanning Search,Ambidexterity Capacity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Capability Structure
XIAO Ding-ding1,ZHU Gui-long2
(1.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 Engineering,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Shandong,250014,China;

2.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Guangdong,510640,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Made in China 2025” plan,the strategy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is the inevitable course for latecomer firms to optimize the innovation capability structure and consolidate the innovation subject status,which also requires the ambidexterity capacity to exploit the existing products and explore the potential technique.However,the construction elements,such as knowledge base and innovative culture,are mainly various.S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are usually tense,which not only causes the disordered competition of the limited resources,but also confronts the trade-offs paradox.Therefore,how to integrat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novation resources,and improve the structure of the ambidexterity capacity,becomes the important issue for enterprise managers.
Although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are the fundamental activities to optimize the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structure,the previous studies focus on the influence of ambidexterity capacity structure on performance,but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dual tension are only discussed theoretically,especially lack of the antecedent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about the ambidexterity capacity structure relationship.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bility of the Chinese enterprise is generally weak due to the OEM and ODM economic pattern,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becomes the essential and efficient opportunity in the open innovation era.Naturally,the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turns into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to identify and absorb the external knowledge.However,whether the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can coordinate the tension from the ambidexterity capacity,and the balance or interplay structure can improve the corporate performance,none scholars have systematically answer either question.
Based on the innovation capability structure perspective,the research divides the search boundary into technological and organizational dimensions,which further include science & technology-driven and market-driven boundary-spanning search,generic and product technology-oriented boundary-spanning search.The structure of ambidexterity capacity has two kinds of condition:the balance and interplay relationship.The study constructs the mechanism among boundary-spanning search,ambidexterity capacity structure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which also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the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on the ambidexterity capacity structure from the organization-technology dimension,and analyzes the effect of the balance and interplay relationship on corporate finance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using 338 samples from Guangdong,Shandong and Zhejiang provinces.
The main results show that the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is the important way to coordinate the structure of exploratory and exploitative capability,while the science & technology-driven and product technology-oriented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are conducive to promote the balance relationship,while the science & technology-driven and generic technology-oriented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ambidexterity interaction.There exist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f the ambidexterity balance and interaction relations on innovative performance,while the pursuit of the ambidexterity balance will produce negative effect on 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The ambidexterity balance plays a complete and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the technology-driven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and the interplay relationship take a complete or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the technology-driven boundary-spanning search,generic technology-oriented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and innovative performance respectively.The conclusions expand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and enrich the empirical studies about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in the context of emerging economy.Meanwhile,the research findings have meaningful policy implication,which contribute to optimize the technology capability structure,formulate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trategy,and built the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for the latecomer enterprises.
Key Words:innovation capability structure;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ambidexterity capacity structure; innovative performance; financial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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